
2012 年 12 月
第 28 卷摇 第 6 期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ina University of Petroleum(Edition of Social Sciences)

摇 摇 摇 摇 摇 摇 Dec. 2012
Vol. 28摇 No. 6

[收稿日期] 2012鄄03鄄30
[作者简介] 陈四海(1979-),男,河南信阳人,河南师范大学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现代英美哲学

研究。

亚里士多德修辞学中的雄辩与事实

陈四海1, 郝如意2

(1. 河南师范大学 政治与管理科学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2. 河南师范大学 新联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摇 要] 雄辩和事实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并不是相互竞争的二元关系,雄辩和事实

加在一起共同作为竞争关系的一端,竞争关系的另一端是虚假和非正义。 亚里士多德使得雄辩

和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

学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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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东西方文化在对待雄辩的态度上存在巨大差

异。 当孔子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冶 [1] 之后,我们这

个文化就对“大言不惭冶者怀有警惕之心,而且赋予

不擅言辞者以道德上的优越感,所谓“信言不美,美
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冶 [2]。 在西方文化的源

头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指出:“认为一个人不能用身

体来帮助自己是不光彩的,不能用言辞来帮助自己

却算不上不光彩……这种看法是荒唐的。冶 [3]337不善

言辞者不仅不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感,而且是应当受

到谴责的对象。 然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据此论断:
东方文化是相信事实胜于雄辩的文化,西方文化是

相信雄辩胜于事实的文化呢? 答案是否定的。 雄辩

和事实的关系在东方文化中被处理成相互对立的竞

争关系,而在西方的修辞学传统中,雄辩和事实加在

一起作为论辩的一端,处于竞争中的另一端是虚假

和非正义。 在东西方文化中雄辩和事实并不具有对

等的二元结构,所以不能简单地加以比较。 笔者试

图回到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去考察西方文化在修

辞学的起源是如何处理雄辩和事实之间的关系的。
一、柏拉图对雄辩的批评

柏拉图相信完满真实的理念世界是真理的源泉

和哲学思考的对象。 在这种话语体系之外的其他各

种话语体系都无助于达到对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

都是无关紧要的。 柏拉图对语言的批评由两个似乎

相互矛盾的方面组成:一个是对语言所具有的巨大

力量的恐惧,智者们凭借言语的技巧,颠倒黑白,混
淆事实,影响法律判决的公正性,这种恐惧体现在柏

拉图在《高尔吉亚篇》和《婓德罗篇》中对修辞学家

的批评中;另一个是对语言言不及物、无力表达真理

的担心,诗人通过模仿偏离了真理,并且激发了激

情,这种担心体现在柏拉图《理想国》中对模仿诗人

的批评中。 柏拉图的这个双重批评表达了人们对语

言的矛盾态度:一方面,语言具有不借助于事物单凭

言词就可以产生的巨大力量;但另一方面,对于表达

人们的丰富思想而言,语言似乎是不充分的。 就本

文的目的而言,我们主要关注柏拉图对语言批评的

第一个方面,这个批评指向当时的修辞学实践。
首先,柏拉图批评修辞学家虽然善于运用话语

进行说服,但并不具有真正的知识。 虽然他们在无

知者面前显得比专家更有说服力,但在本质上也是

无知者。 柏拉图认为各门知识都有自己专门的研究

对象,各个知识领域的专家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最

有发言权,例如,如果想建设城墙、港口等,就必须咨

询建筑师;而如果想要选拔将军,或者研究在战争中

如何运用战术队形,那么就要咨询军事专家。 修辞

学家对各门具体知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但是在面

对无知的民众时,修辞学家借助语言的技巧的演说

显得比专家更有说服力,所以柏拉图说修辞学家

“能在大众面前显得拥有这样的知识,而实际上他

并没有这种知识冶 [4]334。



其次,柏拉图认为修辞学不是一门技艺,而是一

种“奉承冶活动。 柏拉图把人分为身体和灵魂两个

部分。 他认为有四门真正的艺术来处理身体和灵

魂,其中处理灵魂的被称为政治的艺术,又包括立法

和正义两个部分;处理身体的没有统一的名字,包括

体育和医学两个部分。 这四门艺术可以分别促进身

体和灵魂的健康,但是与这四种艺术相对应,有四种

伪装和假冒的活动,分别是智术之于立法、修辞学之

于正义、美容之于体育、烹调之于医学。 这四种活动

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奉承冶,其中每一个相对于

后者来讲都是坏的东西,因为正如烹调不能代替医

学给身体带来真正的健康一样,修辞也不能代替正

义给灵魂带来真正的健康;并且“由于不知道什么

是最好的,它通常使用快乐作诱饵进行捕捉,使人相

信它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冶 [4]341。 所以,柏拉图说修

辞学是一种产生满足和快乐的程序,而不是一门

技艺。
再次,柏拉图认为修辞学家对语言的运用掩盖

和歪曲了事实和真相。 柏拉图批评说:“他们能够

运用语言的力量,使微不足道的东西显得重要,使重

要的东西显得微不足道,使新颖的东西显得陈旧,相
反也能使陈旧的东西显得新颖。冶 [5] 这是柏拉图对

修辞学家最著名的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后来也承认

对比喻等修辞手法的恰当运用可以达到这些效果,
但是亚里士多德认为并不能因为语言改变人们的观

感就谴责语言,使值得赞美的东西显得更美、应该贬

斥的东西显得更糟,这是修辞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最后,从柏拉图的伦理学来讲,修辞学的辩护使

人免受惩罚,从而失去了摆脱恶、获得幸福的机会。
柏拉图对当时的希腊公民提出了两点希望和要求:
第一,要努力做个好人,如果被证明自己有罪就应该

接受惩罚;第二,要学会如何通过接受惩罚变成好

人。 在柏拉图看来,所谓幸福有两种状态:第一种就

是灵魂中没有恶的状态,第二种就是灵魂上摆脱恶

的人。 当一个人犯了恶行,通过接受公正的惩罚,就
能够回归正义、摆脱恶,而“施恶者和不能摆脱恶的

人,他的生活是不幸的冶 [4]364。 所以柏拉图认为,修
辞学使作恶的人免受惩罚,反而使其无法摆脱恶,作
回好人,因而无助于人的幸福。

柏拉图的批评说明:一方面,雄辩和事实在当时

的希腊社会实践中已经处于相互竞争的对立关系

中,另一方面,雄辩和事实存在协调一致的可能,柏
拉图已经指出“我们应当避免各种形式的奉承,无
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别人,无论是多还是少,修辞

学和其他各种活动都应当只用于获得正义冶 [4]426。

二、亚里士多德对雄辩和事实关系的措置

智者把修辞学定义为说服的艺术,正如在《高
尔吉亚篇》中,在苏格拉底的循循善诱下,高尔吉亚

得出结论“说服正是修辞学的全部与本质冶 [4]326。
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不在于说服,而是

在任何情形下都能将富有说服力的事实显示出来。
所以,他把修辞学定义为“在任何给定的事实中发

现可以利用的说服方式的能力冶 [3]338。 亚里士多德

和智者所给出的不同的修辞学定义反映了他们在雄

辩和事实关系上的差别。 智者的修辞学是以说服为

目的的,其往往立足于所辩护一方的价值立场,忽略

或故意隐瞒真相;而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是价值中

立的,是现象学式的,因为它不以说服为目的,而是

以让事实和真相得以呈现为目的。 亚里士多德使得

雄辩和事实从竞争关系转变为共生和依赖关系,从
而使得修辞学摆脱了柏拉图的批评,推动了修辞学

的制度化和合法化。
首先,亚里士多德肯定了事实在论辩过程中的

首要地位。 亚里士多德声称:“真实和正义的事物

在本性上胜过与它们对立的事物。冶 [3]336但是在实践

中仍然会产生不公正的判决,在这里问题并不在于

雄辩胜过了事实,而在于事实没有得到准确完整的

呈现,所以这正说明了修辞学存在的必要性,即通过

言辞将事实完整准确地加以呈现,从而避免不公正

的判决。 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对演说进行了细

致的分类,要求演说者在演说之前必须了解自己所

要演说的论题,例如“想要就赋税的征收问题作议

事演说的人应当知道该城邦的财政收入有哪些项

目,数量是多少冶 [3]350。 正如刘亚猛所说:“对事实

(以及相关的证据)的掌握是雄辩的题中应有之义,
这两个概念从来就不是对立的。冶 [6]58

其次,亚里士多德为雄辩进行申辩。 雄辩本身

既可以用于正义的目的,也可以用于非正义的目的,
这一点柏拉图已经看出来,并且要求修辞学应当用

于获得正义。 亚里士多德进一步为雄辩进行辩护,
他指出,言辞和力气、财富、权力等东西一样,如果使

用得当就会产生巨大的好处,如果运用不当就会祸

害无穷。 我们不能因为言辞有危害的可能性就否定

言辞本身,因为“造就智者的不是他的能力,而是他

的意图冶 [3]337。
再次,亚里士多德对雄辩提出了一些限制。 第

一,亚里士多德对花言巧语进行了批判。 亚里士多

德指出,如果单纯为了得到某种判决结果,而对语言

进行修饰,添枝加叶,从而扰乱判决,这种花言巧语

是应该受到批判的。 第二,激情不是修辞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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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不能作为说服手段。 斯蒂芬·利顿指出:“诉
诸激情达到说服听众的目的在古代雅典是常见的策

略。冶 [7]亚里士多德对这种诉诸敌意、怜悯和愤怒等

与激情有关的东西,并希望借以影响陪审员的判断

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目的

仅在于呈现事实,其力量只能通过论证的逻辑结构

来实现,“至于事情的大或小、公正或不公正,凡是

立法者没做规定的,都应由陪审员自己来裁定,用不

着诉讼当事人来指教冶 [3]334。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证

明之外一切活动都是多余的,演说者不应影响听众

的情绪,而应公正地依据事实进行论辩。 但是,基于

一贯的对普通民众的轻视,亚里士多德认为由于演

说所面临的民众是庸俗卑劣的,理性之外的东西能

够对民众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演说中要考虑语

言修饰和美化问题,这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遗

憾的是,后世的修辞学不再像亚里士多德这样坚持

正义的不可侵犯性,不但把语言的修饰而且把激情

的渲染都纳入修辞学的范围之中了。
最后,亚里士多德为雄辩提供了工具和逻辑基

础。 在《高尔吉亚篇》中,当高尔吉亚把修辞看作说

服的艺术时,苏格拉底指出说服的方式可以分为两

种:一种产生没有知识的信仰,另一种产生知识。 知

识是建立在必然性基础上的,似乎更有说服力,但是

亚里士多德指出,当人们给他人传授知识时,就好像

是在进行教导,这种方式反而会遭到别人的反感,
“因为依据科学知识的论证与教导有关,这些人却

不听 教 导, 所 以 必 须 使 用 通 俗 易 懂 的 说 服 论

证冶 [3]336。
亚里士多德把知识论中的三段论和归纳法加以

改造,从而为雄辩提供了有力的工具。 在知识论中,
三段论要求前提具有必然性,并且要完整;但是在修

辞学中,一般不要求前提的必然性,并且为了论证的

简洁有力还可以对众所周知的前提进行省略。 在知

识论中,归纳法要求研究对象的丰富性,以及人们基

于直觉认识能力所得到的结论的必然性;而在修辞

学中,归纳法表现为例证法,它既不要求样本的丰富

性,也不要求必然性,只要求用来佐证的事物要比欲

加证实的事物更加有名一些。 亚里士多德指出,建
立在或然性基础上的三段论和归纳法是修辞学的重

要手段,修辞学的目的不是获取知识,而是通过恰当

的言说使得事实和真相得以显现,从而保证真理和

正义的实现。 这种或然推理并不具有必然性,亚里

士多德指出“或然式证明冶也是一种证明,“因为我

们认定事物得到了证明之时就是我们达到最大程度

的信服之时冶 [3]336。

所以,亚里士多德正是通过把修辞学建立在与

知识论不同的逻辑基础之上,才使得修辞学摆脱柏

拉图的批评,得以制度化和合法化,正如利科评论

说:“这种理论在将修辞学与诡辩和论辩术分离开

来时把修辞学武装起来去反对对它自身的滥用。 亚

里士多德的极大优点在于在有关劝说的修辞学概念

与有关或然性的逻辑概念之间建立了这种联系,并
且以这种关系为基础建立哲学修辞学的整个大

厦。冶 [8]但是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把修辞话语

置于与知识不同的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由此造成

了知识和其他话语之间的断裂,这是当代知识论所

竭力加以弥合的。
三、结语

作为亚里士多德修辞学核心的内容是论证而不

是说服,所谓论证就是通过三段论和归纳法使得事

实和真相得以呈现。 亚里士多德和智者具有完全不

同的身份意识,智者们是逐利的,他们的立足点是辩

护的对象而不是事实本身;而亚里士多德是以哲学

家的身份来思考修辞学问题,其立足点是事实本身

而不是辩论中的某一方。 亚里士多德对雄辩和事实

关系的纠正,使得这种不以产生知识为目的的话语

体系能够在或然性逻辑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真正推

动了作为一门学科的修辞学的诞生。 正如克里斯托

夫·拉普所说:“亚里士多德在对前人的批评中表

明,与传统修辞学的欺骗相反,他的以辩证法为中心

的修辞学方法并不打算模糊事实,毋宁说意在为任

何给定的实际情况提供具有说服性的观点。冶 [9]

修辞学本身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今天看作修辞

学家的学者有很多曾对修辞学本身提出过尖锐的批

评。 这些学者对修辞学提出批评的主要原因就在于

雄辩自身拥有很大的自主性,它很容易摆脱事实的

约束。 西塞罗认为正是因为雄辩术具有非凡的力

量,所以必须对之加以限制:“它凭借对事物的认

识,通过语言有力地表达我们的心智的想法和愿望,
以至于能够促使听众倾向于它所希望的方向。 然而

这种技艺的力量愈大,我们便愈应该把它与正直和

高度的智慧结合起来。 如果我们把丰富的语言表达

手段给予了不具备这些美德的人,那么我们将不是

把他们培养成演说家,而是把一些武器交给了

狂徒。冶 [10]

如果说在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看来,雄辩必须

受到事实的约束,必须要求使用者具有正直的道德

品质的话,那么到了昆体良的时代,雄辩的自主性就

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解放和提高。 昆体良认为:“演
说术就是如何说得更好的艺术。冶 [11] 和亚里士多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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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定义相比,昆体良的这个定义更加强调雄辩而不

是事实。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是雄辩术(或修

辞学)通过与哲学的结盟,主动接受哲学的监督从

而摆脱柏拉图的批评获得自身的合法性的过程,而
从西塞罗到昆体良,则是获得自主性的雄辩术开始

试图摆脱哲学监督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严重的

理论和实践后果。
修辞学后来的发展证明柏拉图的担心并不是多

余的。 雄辩凭借自身所拥有的非凡力量,摆脱了哲

学的监督和事实的约束,产生了两种结果:一种是把

修辞学变成关于修辞格的分类学,切断了哲学和修

辞学之间的密切联系,因而招致修辞学在 19 世纪的

衰落,正如利科所说:“当它将其部分变成整体并将

所有东西与‘工具爷、与第一哲学联系起来时,修辞

学也就死亡了冶 [6]2;另一种是歪曲了事实和雄辩之

间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学的训练目的是让

人清楚地呈现事实和真相,而在后世的政治实践中,
修辞学变成了欺骗民众、掩盖事实的工具。 话语变

成一种权力,并且摆脱事实的约束产生巨大的破坏

力量,恐怕这正是柏拉图最初的担心所在。
最后,准确地讲,东西方文化在事实应该胜于雄

辩这一点上并无异议,罔顾事实的论辩在任何文化

中都被看作诡辩和强词夺理。 差别在于在东方文化

中,人们将两者置于对立和竞争关系之中,忽略了雄

辩的正面力量,消极地等待事实的不战而胜。 而在

西方文化中,人们除了相信事实胜于雄辩之外,还积

极通过修辞学的训练防止事实为雄辩所遮蔽。 这种

观念的差异不仅反映在国民个体身上,而且也反映

在国家意识层面。 近代以来,当中西方文化交汇之

后,中国就陷入了非常恶劣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
除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以军事的方式对中国进行侵略

之外,它们还在文化层面对中国进行妖魔化宣传,从
文化交汇之初到现在从未停止,从“黄祸论冶到“东
亚病夫冶,从“极权主义冶到“中国威胁冶,这些都是文

化层面上的国家修辞。 2011 年 1 月 17 日,中国国

家形象宣传片(人物篇)开始在美国播出,这在某种

程度上代表了国家意识层面的修辞觉醒。 然而,对
于西方人驾轻就熟数千年的修辞技艺,我们还有些

生涩,甚至有点羞涩。 《人民日报》记者在报道这一

事件时,对于我们的这次“自夸冶以中国人一贯质朴

和谦虚的口吻总结说:“不光要听我们在说什么,更
要看我们在做什么冶 [12]。 笔者想说的是,在这个开

放和修辞的时代,说出来一样也是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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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loquence and Fact in Aristotle謖s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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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loquence and fact isn謖t rival binary relation in Aristotle謖s rhetoric, eloquence together with fact constructed one side of rival
relation, another side is falsity and injustice. Aristotle had turned the relation of eloquence and fact from rival state to symbiosis and
dependency state, so it has freed rhetoric from the criticism of Plato, and promote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and legalization of rhetor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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